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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24 年 5 月，日本清浦奎吾内阁制定了新的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在中国扶

持张作霖的政策。日本陆军在该政策指导下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对直奉军事力

量分别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直系有战胜奉系并危及日本在满蒙特殊利益的可能性，因

而坚持干涉战争。但是战争爆发时日本国内政治、外交环境不允许对张作霖进行直接

的援助，陆军只能采取隐蔽的手段以助张。这些秘密的援助包括向奉军提供武器、情

报、铁路运输等。不过，对于最终影响战争结果的北京政变的发生，日本陆军并没有发

挥太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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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胜利结束，但失败的奉系并未被伤及根本。张作霖于第一次直

奉战争后在东北进行了军事改革，积极备战，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做了充足的准备。1924 年 9 月初

江浙之战开始后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到第二次直奉战争，日本外务省整

体上秉持了“对华不干涉主义”的原则，但日本陆军不同于外务省，其对华政策发生过一个从“不干

涉”到“干涉”的明显变化①，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陆军的对华行动上。在

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援张的具体问题论述不足，对这一阶段日本陆

军之对华政策亦少有提及。日本学者在研究中肯定了陆军对张作霖的援助，并认为陆军对北京政

变的发生起了关键作用，但也未论及日本陆军援张的具体内容及陆军对华政策之形成过程。② 日

本陆军对张作霖的援助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其在北京政变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一阶段又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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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央高校专项资金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一战后日本的转向与国内统治体制的重构”( 项目号 63192703) 阶段性

成果。
参见郭循春《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与“二元外交”》，《世界历史》2018 年第 1 期。
直接涉及第二次直奉战争和日本之关系的研究成果包括迟井優《第二次直奉战争与日本》，《法学研究》1964 年第 3 号;

加文·麦柯马克著，毕万闻译《张作霖在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 车维汉编《奉系对外关系》，辽海出版社 2002 年版。其

他研究成果多为对直奉战争中奉胜直败之原因和结果的论述，如娄向哲《论第二次直奉战争》，《史林》1987 年第 4 期; 李军《第二

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陈长河《从档案看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军事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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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对华政策，这几点都是研究 20 世纪 20 年代中日关系时需要进一步补充的地方，本文拟利用中

日文史料对这几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日本陆军对奉直力量的调查与认识

日本从原敬内阁时期开始，标榜“协调主义”的外交政策，在中国问题上做出“不偏不党”、“不

干涉内政”的姿态展现给列强，华盛顿会议后这一方针被进一步强化。但是从 1923 年开始，中国排

日风潮、苏联对华外交政策、英美舆论“对华共管论”这三重因素影响了日本在华利益，进而改变了

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认识。日本国内以陆军为首的部分势力认为华盛顿体系根本无法维护日本在

华权益，对华“不干涉”等于对华“无为无策”，因而呼吁修改“协调主义”外交和对华“不干涉主义”
政策，使得调整对华政策问题在日本国内日显重要。关于这一问题，日本政界不同势力又有着不同

的意见，例如以币原为首的外务省主张继续坚持“不干涉”的政策、以宇垣为首的陆军主张同中国

各军阀都保持联系以干涉中国内政、以松冈洋右为代表的一批对华强硬论者主张“抛弃鸡毛蒜皮

的小干涉，采取全面的大干涉”①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认识到，分歧的政策无法应对

中国变化的形势，面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阴云，日本必须确定一个明晰的对华政策。
为此，1924 年 1 月成立的青浦奎吾内阁在 2 月初的内阁会议上，要求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

大藏省联合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纲领。② 1924 年 5 月该纲领被制定完毕，但由于青浦内阁的垮台而

未能公开。不过，关于其制定过程的史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其中包括陆军省和外务省各自的

提案及对彼此提案的修改意见) ，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了解日本高层当时的对华战略意图。在四

省联席制定纲领的过程中，军务局局长畑英太郎在 3 月 14 日提出了陆军方面的“对华政策纲领草

案”③，其内容直接反应了 1920 年代日本陆军的对华政策意图，在日本陆军此后的对华行动中具有

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 3 月 14 日“对华政策纲领草案”中提出，“帝国的对华政策同列强相比大

异其趣，因此决不能一味坚持国际协调主义。帝国当以自主的态度面对中国，使中国民众将日本视

为可以信赖的盟主。所以，第一，要改变过去的消极方针，放弃内政不干涉主义，促进中国内政改

善，同时杜绝列强对中国的共同监督管理; 第二，不仅要注重同中国中央政府的往来，还要同地方实

力派发展关系，以促进帝国势力的伸展; 第三，鉴于东三省同帝国的特殊关系，要对东三省实权者

( 当下即为张作霖) 给予特别的援助，以维持该地治安，获取经济领土方面的实际利益”。④ 以上内

容基于当时日本陆军对中国状况的认识，这种认识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国际上出现对中国实

行共同管理的声音，在中国问题上实行国际协调对日本无利益可言，所以要使中国保持“和平而不

统一”的现状; 第二，中国的分裂混乱将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只有同各个地方实力派保持关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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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维汉编:《奉系对外关系》，第 192 页。
“1924 年对华政策纲领”虽然由四省联合制定，但制定过程中主要是外务省和陆军省在发挥作用，陆军省和外务省之间

反复的矛盾、沟通、妥协使得“对华政策纲领”的制定过程从当年 2 月持续到了 6 月。纲领以“对华自主外交”“有限度的援助”“发

展同中国地方实力派关系”“维护既得利益”为指针，表现出对华盛顿体系的一种反对态度。纲领制定完成后，本拟提交内阁大臣

予以公布，但恰逢青浦内阁垮台，加藤高明宪政党内阁上台，外相币原喜重郎坚持完全的“协调主义”，未采用该纲领( 日本外務省

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13 年第 2 册，東京，外務省 1981 年版，第 764—820 页) 。
“3 月 14 日纲领草案”是陆军方面单独提出的对华政策纲领，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出此时陆军对华政策的真实想法，而 6

月份各省大臣签字的最终“对华纲领”是陆军同外务省妥协后的产物，并不能真实反映陆军的对华政策意见。为了清晰地论述日

本陆军的对华政策，此处引用“3 月 14 日纲领”作为研究内容。
《大正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提出対支政策》( 1924 年 3 月 14 日)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13 年第 2 册，第 7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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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日本势力并保持对华政策的灵活性; 第三，日本有能力控制张作霖，因而给张以支持将有利于

维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3 月 14 日“对华政策纲领草案”反对原敬内阁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提

倡的对华不干涉政策，主张干涉中国内政并希望中国长期分裂以获取利益，要求援助张作霖以保证

日本在满蒙的长久特殊权益，体现了日本陆军在一战结束之后的对华战略构想。该方针虽然最终

没有被公开，但却成为陆军后来对华行动的指针。在纲领的第二部分，陆军提出对华政策的具体要

求，其中包括扩展日本在“北满”的势力并开发其资源、修建在“满洲”的战略铁路、增加对华军事顾

问的派遣、向中国供给武器、加紧对华地形测绘、增加在华宣传机关等内容。这些具体要求贯彻了

该纲领草案的基本方针，也反应了日本陆军 20 世纪 20 年代露骨的侵华意图。
就在日本政府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纲领的过程中，直奉之间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

加。为了对战争的可能性和结果进行预判，日本陆军中央派遣驻华各地的“中国通”对奉直双方进

行调查研究。
在 1924 年 7、8 月，日本陆军分别派遣张作霖的顾问本庄繁少将、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弥次郎

少将对奉军进行调查。8 月初，本庄繁前往吉林、黑龙江视察奉军后备力量的强弱。在视察报告中

他表达了对吉、黑部队的极端失望，称“抛开装备不良、武器不全、耐久力不足等情况，单从教育、训
练上说，我认为我帝国士兵一个能抵得上他们五六个。即便和奉天的军队相比，吉黑两省的军队也

是很差劲的”①;“步枪射击照尺本来有 800 米、600 米之分，但是无论哪一个队伍、不管在何处，都

采用同样的射击照尺，和实际距离完全不相符合”。② 这样的军队素质让本庄感到，在同直军对战

时，奉军取胜的可能性不大，若想保持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以及东三省治安的稳定，必须给予其相

当的援助。贵志弥次郎在调查后建议对张作霖援助的程度至少要达到让其能够在中国拥有巨大发

言权的程度，但是该支持应该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他表示:“张作霖要求帝国对他进行彻底的武器

援助，答应他的话，帝国的满蒙政策就黔驴技穷了，所以对张作霖，要在支持的同时收紧操纵的缰

绳。”③战前日本陆军对奉系力量的调查为战争开始后的援张行动提供了前提，也划下了相应的

界限。
日本军方在中国东北势力强大，对于奉系军事力量自然有很好的掌握，但对直系的了解则相对

欠缺，因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日本陆军中央多次派人调查直系力量。1924 年 2 月，关东军派遣

高级参谋松井七夫大佐前往华中、华南，以了解吴佩孚的战争态度以及直系军阀对其麾下各实力派

的真实掌控程度。吴佩孚在同松井会谈时，毫不客气地斥责日本“善恶不分，对中国一些势力进行

盲目援助”，并警告日本“利用一群马贼，绝非正道，如若继续，必将难免于失败，因为像张作霖那样

的人绝对不会理解什么叫中日亲善”。④ 吴佩孚表达了对日本援张活动的激烈批评，同时也暗示了

自己希望得到日本援助的想法。松井七夫结束洛阳之行以后，即前往两湖、四川、江西、广东、浙江、
江苏调查，在给陆军中央的调查报告中表示: 两湖势力完全听命于吴佩孚，江西势力不会给吴佩孚

的行动造成任何麻烦，四川基本被吴佩孚平定，广东自顾不暇，江浙将保持现状，因而，直系势力的

基础逐渐巩固，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来撼动它，就很难瓦解，“所谓的反直派不过是略有共同防御

性质，根本没有固定的方针，段祺瑞、孙文等不过是想借奉系的力量获得好处，甚至只为自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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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庄少将支那軍隊視察報告の件》( 1924 年 8 月)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密大日記》大正 13 年第 5 冊，第 64 页，Ｒef．
C03022678000。

《本庄少将支那軍隊視察報告の件》( 1924 年 8 月) ，《密大日記》大正 13 年第 5 冊，第 65 页，Ｒef． C03022678000。
《貴志少将中支那旅行報告の件》( 1924 年 8 月) ，《密大日記》大正 13 年第 5 冊，第 55 页，Ｒef． C0302267900。
《松井大佐支那旅行報告》( 1924 年 2 月 15 日) ，《密大日記》大正 13 年第 5 冊，第 466 页，Ｒef． C0302267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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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① 从松井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吴佩孚力量强大，直系势力逐渐巩固，最终会走向同奉系

的战争之路，中国混乱的现状也将会持续下去。同年 7 月，贵志弥次郎也被派往洛阳调查，在考察

直军实力后他认为，“洛阳军队中战争氛围非常紧张，而奉天方面无法与之相比”，“吴佩孚军内有

十数名朝鲜军官，并有不少朝鲜籍士兵，吴同在满朝鲜人不逞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战争爆发后

将派这些人去搅乱奉天治安”。② 贵志弥次郎在报告中暗示了直军相对于奉军的强大，赞成支持张

作霖，但同时劝告陆军中央保证支持限度，既要确保张不会彻底失败，也不支持张的绝对胜利。从

后来对张作霖的援助来看，日本陆军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接纳贵志关于限制性援张的建议，而是对

张作霖提供了很大力度的援助。
陆军上述人员在对直奉双方进行观察后，向陆军中央表示第二次直奉战争必然爆发，且直系力

量强于奉系，暗示日本应当在援张的同时发展同直系的关系。但是，“中国通”对直系力量的强调，

却进一步加强了陆军中央对援张之必要性的认识。同时，陆军中央在陆相宇垣一成的指导下，从对

苏关系的角度出发，也进一步明确了对张作霖进行援助的政策。③ 那么，从 1924 年开始，日本陆军

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来援助张作霖呢?

二、日本陆军援助张作霖的具体方式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陆军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对华行动，受到了日本国内外政治、外交压力的影

响。20 世纪 20 年代前半期，以大正民主运动为社会背景，以军制改革为焦点，以出兵西伯利亚“无

功而返”为直接原因，日本国内出现了批判军部的声浪。政党势力利用民意，在第 45 届帝国议会

( 1922 年 3 月) 上对军部大加批判后提出了军制改革案，要求改变军部对政治拥有干预权这一体制

弊端。④ 面对社会和政党的压力，军部势力颇为狼狈。但是就在其乏力应对时，政党内部出现了分

裂，使得军部得以喘息并采取自我改革的方式避免了军制基础的覆灭。对军部持续的批判浪潮虽

然没有能够最终瓦解“统帅权独立”等军制基础，却使陆军大大收敛了日俄战争以来的强势气焰。
再加上“华盛顿会议”后的国际环境压力，以及日本外务省“对华不干涉主义”对外声明的影响，日

本陆军在制定对华政策以及实施对华行动的过程中，便不得不有所顾虑。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军的

援张行动只能秘密进行，该活动主要包括供给武器、提供军事运输、提供军事情报、提供军事顾问

等，下面对之进行详细论述。
第一，向奉军提供武器。
1924 年初，张作霖就曾向日本请求过援助，这一请求虽然遭到外务省的拒绝，却得到陆军省的

支持。1924 年 1 月，张作霖派杨宇霆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进行武器援助方面的交涉，但是遭到了

日本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的拒绝。2 月 13 日，张作霖又向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和关东军提出同样

的请求，希望以“维护满蒙治安”的名义获得日本的武器援助。此时日本陆军因国内政治压力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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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大佐支那旅行報告》( 1924 年 2 月 15 日) ，《密大日記》大正 13 年第 5 冊，第 472 页，Ｒef． C03022678700。
《貴志少将中支那旅行報告の件》( 1924 年 8 月) ，《密大日記》大正 13 年第 5 冊，第 25 页，Ｒef． C03022678700。
宇垣一成认为，1924 年前后苏联已经开始恢复在北满的势力，而能阻止这种势力发展的只有张作霖，日本必须借张作霖

的手抵制苏联势力( 郭循春:《1924 年前後中ソ関係の変化と日本陸軍の対応》，《大東アジア学論集》2018 年 3 月号; 宇垣一成:

《宇垣一成日記 1》，東京，みすず書房 2010 年版，第 491 页) 。
纐纈厚著，顾令仪等译:《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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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无法直接出面处理此事，便将相关事务委托给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负责办理。① 在前往大连、
途经奉天的 3 月 9 日，儿玉秀雄同张作霖就援助计划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儿玉向张作霖转达了宇

垣一成的计划，称“为防万一，陆军将向旅顺或者其他口岸运输步枪 2 万杆、步枪弹 2000 万发、炮弹

1． 5 万发，同时给奉天兵工厂以充分援助”。② 作为交换，张作霖同意在“铺设铁路、鼓励日本实业

发展、解决土地问题、取缔朝鲜动乱分子”等问题上给日本以便利。协议达成后，日本陆军中央即

以增加关东军武器储备为名，在 4 月 15 日前后向大连运送了三八式步枪 5000 杆、三〇式枪刺 5000
把、三八式步枪弹 500 万发。③

战争开始后，日本陆军虽然有意对奉军进行武器援助，但是外务省的反对使得武器援助活动进

展并不顺利。如上文所述，日本陆军在 4 月 15 日已经向东三省运送一部分武器并提供给奉军，但

是已经运送的武器数量还不到儿玉和张作霖原定计划的一半。1924 年 6 月币原喜重郎开始担任

日本外务大臣后，多次强调不得向中国各军阀进行武器援助，因而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日本

陆军对张作霖的援助活动无法进一步展开。张作霖多次派人催促后，儿玉在 9 月 13 日向陆军大臣

宇垣一成发电报表示:

本厅和关东军司令官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协商，认为战争开始后，应该在警备方面采取最充

分的措施，以提前向本地补充兵器弹药为当务之急……之前贵官同意增加守备队武器弹药的

储备，并已经向对方( 张作霖) 暗示了供给武器的数量，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数额，这样

会失信于对方，在全局上，使对方怀疑我国的真意。鉴于此时时局之重大，当以充实守备军实

力为理由，速速输送武器弹药至此。④

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迟至 9 月 13 日，日本陆军还没有向张作霖提供原计划的另一部分武器。
但是根据日本人的调查，当时奉系最大的兵工厂奉天兵工厂的生产力如下: 德式步枪日产 25 杆、三
八式步枪弹日产 5 万发、德式步枪弹日产 3. 5 万发、日式野炮弹日产最多 100 发。⑤ 从数据看，日

本陆军原打算提供的武器援助数量约等于奉天兵工厂半年多的生产总量，即便已经在 4 月 15 日前

后交给奉军的武器，在数量上也已相当于奉天兵工厂三个月左右的产量。
儿玉替张作霖向宇垣一成索要武器的消息被币原获悉，后者即于 9 月 12 日致电宇垣一成，表

示:“政府一直以来禁止对华武器出口，但是，鉴于最近中国的时局，难保不会有人借此机会向中国

输出武器，所以，有必要采取特别严厉的取缔方针，望各部门向本部所属人员传达此意。”⑥同时又

于 9 月 16 日致电儿玉，以严厉的态度表示“满蒙于我帝国自然有特殊关系，但中国之其他部分同我

国也有重要利益关系。此际我国官宪如果偏向中国政界的某一派别，与中国各势力造成恩仇关系，

则无异于将中日邦交的未来置于非常危险的地位，且将会使我帝国之威信失坠于世界，望阁下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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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玉秀雄为前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之子，前首相寺内正毅之婿，1923—1927 年间担任关东厅长官。
《大正十三年三月九日張作霖児玉関東長官会談中武器供給ニ関スル件》( 1924 年 3 月 9 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戦

前期外務省記録，Ｒef． B03030299700。
《関東軍へ弾薬特別支給の件》( 1924 年 4 月 15 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密大日記》大正 14 年第 3 冊，第 231 页，Ｒef．

C03022704000( 此次武器运输计划原包括三八式步枪 1 万杆、三〇式枪刺 5000 把、三八式步枪弹 500 万发，但陆军省临时将之调整

为运输半数，另外半数等待指令再运输; 该档案被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错误地归入《密大日記》大正 14 年分册中) 。
尚友俱樂部児玉秀雄関係文書編集委員會編:《児玉秀雄関係文書一》，東京，同成社 2010 年版，第 311—312 页。
《東三省兵工廠の兵器製造能力に関する件》( 1924 年 10 月 30 日) ，《密大日記》大正 13 年第 5 册，第 1048—1051 页，

Ｒef． C03022682100。
《対支武器密輸出取締に関する件》( 1924 年 9 月 12 日) ，《密大日記》大正 13 年第 3 册，第 1083 页，Ｒef． C0302266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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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慎重为念”。① 币原的坚决态度进一步加重日本陆军向奉军提供武器的困难，而儿玉在币原的

警告下也在对直奉战争问题上有所收敛。
缺少了儿玉的出头，张作霖只好通过关东军向日本陆军中央请求武器。9 月 25 日，关东军参

谋长在给陆军次官的电报中称“七月份就已经向参谋本部提出过给独立守备队增加新武器的的意

见书。我处对守备队亲自检阅后，对此感触更深，而且鉴于中国之时局，增加新武器亦更加必要。
为了完成其任务，望紧急添备武器”。② 陆军中央经过研究后，即表示“鉴于中国时局，以增加独立

守备队武器为名，借予之( 关东军) 一部分武器”。③ 为了掩人耳目，陆军在官方往来文件中为守备

队增添的武器包括机关枪、狙击炮、探照灯等，但是实际运输的武器远超过这些内容。10 月 11 日，

陆军省指令陆军兵器厂和陆军运输部门，要求其向关东军紧急输送武器 150 吨，包括三八步枪

5000 杆、枪刺 5000 把、步枪弹 500 万发、炮弹 2000 发等———此即为儿玉与张作霖武器运送原计划

的第二部分。10 月 14 日，陆军省再次指令兵器厂追加武器运输 100 吨，其中包括三八式 12 厘米榴

弹 600 发、三八式 15 厘米榴弹 1000 发、要塞攻击武器等。但是，由于运输船短缺，日本陆军中央方

面迟至 10 月 25 日才将这批武器隐藏于商船内从门司港运送至大连。④

此次运输极为机密，为了骗过外务省，陆相宇垣一成、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关东厅长官儿玉秀

雄可谓费尽心机。宇垣一成一方面在往来的电报文件中记录少量的武器运输，一方面却在给白川

义则的私信中说“自己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以实现之前交付武器的事情，但是此事很有可能会引起

重大的内政变故，尚在努力奔走”。⑤ 关东军方面则派松井七夫告诉驻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我

等交付武器一事，望君不做报告”，船津对此表示“将来发生问题我会说自己完全不知情”。⑥ 儿玉

秀雄明知陆军已经着手向奉军提供武器，但为了将戏做足，依然在 10 月 24 日向日本首相加藤高明

发送电报，要求日本对张作霖进行武器援助，称“张作霖为维持治安恳请日本提供武器援助，其心

诚可同情”。⑦ 被蒙在鼓里的加藤在回复儿玉的电报中表示:“虽然对张表示同情，但是援助武器确

为困难，虽然遗憾，唯有拒绝。”⑧

日本政府极力反对向东三省运送武器的原因在于，它违反了列强在 1919 年签订的“对华武器

禁运协议”，违反日本政府标榜的“对华不干涉政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大规模武器运输活动

太容易被英美人发觉，给日本造成外交上的麻烦。所以加藤高明和币原喜重郎极力反对陆军以

“增加守备队武器储备”的名义向东三省运输武器。但是，此时陆军中央与关东厅、关东军联合援

助张作霖，意志坚定，对外务省连蒙带骗，使币原的反对没有发挥作用。用于援张的武器很快就被

转运到奉天。
运送武器的任务完成后，白川义则在给宇垣一成的信中表示:“我方将第一批移送到铁岭的步

枪弹 500 万发巧妙地转运到了奉天，第二批 500 万发子弹在运送的途中经过奉天时，随同另外 2000

0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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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霖トノ関係機微二亘ルモノアルト察セラルルモ閣議決定ノ主旨ニヨリ措置サレタキ旨申進ノ件》( 1924 年 9 月

16 日) ，《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13 年第 2 册，第 357 页。
《兵器支給に関する件》( 1924 年 9 月 26 日) ，《密大日記》大正 13 年第 3 册，第 1111 页，Ｒef． C03022663600。
《兵器支給に関する件》( 1924 年 9 月 26 日) ，《密大日記》大正 13 年第 3 册，第 1109 页，Ｒef． C03022663600。
《関東軍へ弾薬特別支給の件》( 1924 年 10 月 15 日) ，《密大日記》大正 14 年第 3 册，第 232—244 页，Ｒef． C03022704000。
《陸軍大臣発関東軍司令官宛》( 1924 年 10 月 19 日) ，尚友俱樂部児玉秀雄関係文書編集委員會編:《児玉秀雄関係文書

一》，第 317 页。
《白川義則発宇垣一成宛》( 1924 年 11 月 4 日) ，宇垣一成文書研究会:《宇垣一成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 1995 年版，

第 231 页。
尚友俱樂部児玉秀雄関係文書編集委員會編:《児玉秀雄関係文書一》，第 331 页。
尚友俱樂部児玉秀雄関係文書編集委員會編:《児玉秀雄関係文書一》，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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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山炮弹被秘密留在了奉天”。① 如此，加上 1924 年 4 月份所输送武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日

本陆军秘密供给奉军的军火至少包括步枪 1 万杆、枪刺 1 万把，步枪弹 1000 万发，各类炮弹数千

发。向奉军提供武器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陆军对奉张最有力、最直接的援助，对于奉张取得战

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帮助奉军进行军事运输。
除了武器援助外，关东军和关东厅还对张作霖进行了铁路运输方面的援助。战争爆发前一周

的 9 月 8 日，张作霖派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前往大连，请求铁路运输方面的援助。② 关东军司令部随

后即与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制定了利用“满铁”帮助奉军进行军事运输的计划。
9 月 10 日，儿玉秀雄同“满铁”社长安广伴一郎组织召开“满铁”理事会，主张“今后直奉战争

过程中，当奉军请求满铁帮助运输军队及武器时，无须征求当地领事的同意，且运费支付一事，无须

等待奉天满铁公所之核算统一，要毫无障碍地帮助奉军实现运输”。③ 在该项计划遭到多数理事的

反对后，儿玉秀雄和安广伴一郎强行通过该决议，并表示两人对此事负一切责任。9 月 11 日，“满

铁”总部即派人前往长春铁道事务所，告知以上决议。日本驻长春领事知悉该事后将之报告给了

币原，称:“本件指令既没有文书也没有通知本地警务局知晓，却被告知了本地的中国人。外务省

在此前的电报第七十九号中已明令，运输奉军武器和军队一事，需得到各地领事同意。不明白儿玉

长官何以如此无视规则下达此等指令。”④接到长春领事的电报后，币原即回复表示“奉军运输武器

依然按照前例，必须得到贵官和关东厅长官的承认”⑤，即否定了儿玉秀雄的指令。但是在实际过

程中，“满铁”人员根本不同各地领事商议，协助奉军完成了大量军事运输工作。币原对此多次表

示反对，但是耐不住关东厅、陆军的压力，最终放弃了在军事运输方面的原则。9 月 30 日，币原致

电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指令“奉天军队运输一事，可当做满铁普通业务来处理，只要不威胁沿线治

安，各官宪不得对其造成障碍”。针对吴佩孚要求直军将来利用“满铁”进行运输一事，币原则指令

“要随时局的变化给予应对”⑥，等于告诉芳泽，除非吴佩孚取胜并开进了东三省，否则不予以铁路

运输方面的协助。芳泽依此照办，后来多次拒绝了吴佩孚关于协助军事运输的请求。⑦

日本陆军和关东厅指示“满铁”协助张作霖，使得奉系能够通过“满铁”将黑龙江、吉林的部队

和武器运往奉天，将集中于奉天的部队运往营口，进而转至锦州、山海关前线⑧，这成为奉军在战争

中保持战斗力并最终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向奉军提供军事情报。
除了提供武器和协助军事运输，日本陆军对奉军的援助还表现在情报供给方面。第二次直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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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过程中，日本驻华军事机关在双方军队、前线都安插有耳目，各军事顾问之间、各顾问和使领馆

之间、各使领馆同日本驻军之间都有联系，可以说日方对中国各地以及各军阀的状态了如指掌。①

其中，总统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驻华使馆武官林弥三吉坐镇北京，通过吴佩孚的顾问冈野增次

郎，收集直军情报，报告给参谋本部并转电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关东军司令部; 天津驻屯军司令吉冈

显作通过山海关、秦皇岛的日军收集直奉前线战况情报，向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关东军司令部报

告; 关东军则将对奉军有影响的情报直接传递给张作霖，其中包括冯玉祥所率直系第三军的动向、
直军后勤运输、山海关前线直军布阵情况，等等。这些情报为奉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提供了条件。

就日军对奉军进行情报援助一事，吴佩孚、顾维钧曾先后向日本驻华使馆提出过抗议。10 月 9
日，吴佩孚在同芳泽谦吉进行会谈时提到“现在贵国的军人在滦州地区对直军进行日夜侦查，然后

将情报转达奉军，有损贵方中立态度”。② 10 月 14 日，顾维钧在会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时向其抗

议，称“前几日日本军人直接跳到直军战壕里去收集情报……( 直军) 军用列车通过( 天津) 的时候，

总有日本军人在停车场内出现，并详细侦查军用列车内的情况，还将相关情况记录在小本子上……
此类行动甚为无趣，有碍贵我两国关系”。③ 为了禁止日军向奉军传递情报，吴佩孚还曾派其参谋

长李成林带人前往秦皇岛日本守备队检查日军无线电通信状况，并予以警告。④

吴佩孚和顾维钧对日方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日本陆军向奉军提供的情报不仅多，而且发

挥的作用很大。10 月 19 日，值奉直两军山海关决战之日，杨宇霆在给奉系镇威军第一军军长姜登

选的电报中提到“最近据日人探报，敌军拟以有力部队，攻击榆关内北方高地，使石门寨处于孤立

地位，此节尤宜顾虑”。⑤ 此处所说“榆关内北方高地”是指“角山高地”，该处为山海关至九门口最

高峰，海拔 519 米，登顶可看到锦州至滦河间情形，实属战略要地，其后直军和奉军围绕此地展开激

烈战斗，直接决定了山海关之战的结果。由此可见日本人所传递的军事情报之重要性。日本陆军

在对奉军进行武器援助方面，受困于内部压力而无法肆意行动，但在不易被英美人所察觉的情报支

持方面，则尽其所能地帮助奉军，这是奉军在同直军对抗中非常有利的一个方面。
第四，向奉军派遣军事顾问并组织“义勇队”援张。
除了一定量的武器援助和大量的军事情报援助以外，日本陆军还向奉军派出了军事顾问帮助

其作战。据奉军将领魏益三回忆，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时，十几人的日本军事顾问团便到达了张学

良的一三联军司令部，要求奉军修改作战目标，奉军将领不同意，张学良则取双方折衷之方案。⑥

可见日军顾问团对奉军战略、战术有着重要的影响。除了一三联军，其他军内也有日本顾问团。
1924 年 10 月 2 日，杨宇霆在给奉系第二军司令部电报中称“译转滨本先生鉴，东电悉。所论极是。
现枪炮弹已备妥即运，计可敷用”。⑦ 从电报可见滨本作为第二军参谋此前曾向杨宇霆提出了增加

第二军武器的问题。第二军作战路线为锦州、朝阳、建平、凌源、滦州一线，节节胜利，给直军左路以

重大打击，日军顾问在其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根据日方材料，当时在奉军前线的日军顾问包括吉

林督军顾问林少佐、奉天军事顾问仪我大尉，此外还有滨本少佐、是永少佐、荒木炮兵少尉，时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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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军高级参谋的蒲澄江则一直伴随张学良在前线指挥。在张作霖身边，日军则派出了原关东军参

谋长中将浜面又助。① 浜面又助自 1918 年起就在关东厅陆军部任职，1919 年担任关东军第一任参

谋长，在关东军内有很深的人脉。1923 年 10 月 1 日，浜面又助以退役军人身份携家眷前往奉天，

战时多次到前线视察，一方面帮助张作霖参谋战事，一方面同日军特务机关、各军事顾问密切往来，

负责奉军同关东军的联系工作。②

除了高级参谋，关东军还默许日本国内的退役士兵以“义勇队”的身份参加奉军作战。驻奉天

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在给外相币原的报告中称，奉军将领张宗昌在战争开始时即得到奉天特务机关

菊池武夫少将、关东厅以及关东军司令部的默许，派遣日本人仓谷箕藏、川崎力到大连募集日本退

役军人组织“义勇队”③，并成功招募到 66 名日本人，分别由预备役军人东朝来和落合荣七郎担任

正副队长，开往奉军第二军前线。该“义勇队”身着奉军军服，随同第二军转战朝阳、建平、军粮城

等地，最终进入天津。日本外务省虽然知道此“义勇队”之行径，但在战争过程中也是无可奈何，直

至其进至天津，才强行命令其解散，使其队员经大连返回日本国内。④ 天津国际势力复杂，外务省

担心服役于奉军的日本人“在京津之间出没时会夸耀武力，说些豪言壮语，存在各种不谨慎的行

为，于对外关系上产生恶性影响”。⑤ “义勇队”解散时，奉军已经取得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

无论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其全程参加战斗，已经可见日本陆军援张之态度。
从上述内容可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日本陆军不顾外务省的反对，在武器、情报、顾问等方

面向奉军提供了相当程度的援助，对于奉军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对第二次直奉

战争的结局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北京政变，对于北京政变，日本陆军究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

用呢?

三、日本陆军与北京政变

日本部分学者认为，对于北京政变的发生，日本军人进行的秘密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国内部

分学者也借鉴了这个观点。⑥ 但是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可以认为日本军人在北京政变过程中

所发挥的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日本学者大多以《宇垣一成日记》及《续对华回顾录》《会津士魂风云录———町野武马及其周

边》等资料为依据，认为日本军人在北京政变前联络各方、阴谋策划方面居功至伟。但是实际上关

于北京政变，宇垣一成在其日记中的记载十分模糊。第二次直奉战后，宇垣日记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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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派若失败，直系将进入全盛之期，必会从中原扫清已经萎靡的日本势力，余势将威胁

满洲，以英美为后盾驱逐日本势力……双方均势将被打破。在此之前，我们用这样的思想动员

了政治家、实业家和政党等。为了加强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我们必须通过可见和不可见的渠道

向张作霖提供大量援助。就在此次战役的前夕，由于我们提供的大量秘密援助，形势发生了

变化。①

1925 年 12 月 22 日宇垣再次在日记中提到“外务省派系的小师爷……对去年直奉战争之际张作霖

取得胜利的原因完全不知道，还自鸣得意于自己无为无能的政策，真是让人觉着可怜又好笑”。②

这两条日记确实足以说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陆军对张作霖进行了实质性的援助，但是并不

能从中看出北京政变过程中日本军方所起的作用。《续对华回顾录》和《会津士魂风云录》的描述

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战争爆发前，身在日本的陆军预备役大佐寺西秀武将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传

递给段祺瑞，并前往奉天劝告张作霖同段祺瑞合作，接着又去策划冯玉祥倒戈，负责张、段、冯之间

的联络工作。③ 第二，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劝告张作霖以金钱收买冯玉祥，并称“以一百万

为代价来获得战争的胜利，天下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了”。张作霖被松井说服，但是要求必须由日

本人转送这笔钱。其后松井委托三井银行奉天分行行长天野悌二将钱交给日本驻天津军司令官吉

冈显作，后者将之转交给段祺瑞，段祺瑞又经松室孝良、王乃模、段祺树将之转交给冯玉祥。④ 第

三，直奉战争刚开始时，曹锟通过顾维钧向美国求助，而求助的信息被总统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

获得。坂西将之告诉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则将之转告时任教育总长的黄郛，怂恿其阻止曹锟的计

划，最终导致黄郛劝告冯玉祥发动政变。⑤《续对华回顾录》和《会津士魂风云录》虽然一定程度上

记载了事情的线索，强调北京政变中日本军方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其依据仅为日本方面一些参与者

的回忆，对于北京政变前后中国方面主要人物的活动并不清楚。
通过梳理中文史料可知，上文三点内容或为史实，但对北京政变的发生并不具有关键作用。第

一，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孙中山之间的反直联络早已存在。1923 年 8 月 8 日杨宇霆在给孙中

山的信中说道“闻公曾谓，现在北方诸事，听合肥筹划云云，此用意乃宇霆所极端钦佩者”⑥; 1924
年 1 月，张、段、孙即已结成反直同盟，表示“此次讨贼，合肥为领袖，关于进行及政治善后事宜，悉

请合肥主持一切”。⑦ 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很长一段时间，张作霖同段祺瑞就有合作，战争爆发

的消息根本用不着由日本人向段祺瑞传递。第二，张作霖同冯玉祥的联系也久已存在。据张作霖

亲信副官马炳南回忆，1923 年春张作霖派其司令部参谋科长傅兴沛进京联络冯玉祥，其后多次向

冯军进行军需品的接济; 战争开始后，张作霖又派马炳南与冯玉祥接洽。⑧ 至于以金钱收买冯玉祥

一事，也是早在张作霖、杨宇霆的计划之中。1923 年奉系同皖系人物的往来信件中多有提及以金

钱收买直系军阀内部人士一节，如“经上元许可，即按照所议进行，日内先汇上五万元，听候上元拨

用，惟第二批之款，务须俟有确实动作之后，方可照付”;“其他尚有吴新田部，亦正在接洽中，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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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焕章及田蕴山两处，均来接洽”; “款事亟盼从速先行汇到，二马接洽，亦专待款到再办”。① 可

见，张作霖早在 1923 年就通过段祺瑞向吴新田、冯玉祥提供贿赂，以为将来之准备，并非如日文资

料所记载是由日本军人说服张作霖来收买冯玉祥的。第三，黄郛同冯玉祥之间也早有联系。黄郛

素有“首都革命”的想法，1922 年入职北京政府后，即认为冯玉祥军队可以引为同志，并多次前往冯

玉祥驻军的南苑向兵士进行演讲。其同冯玉祥关系比较亲近，发动北京政变的计划早在二人交往

中即已制定。冯玉祥率军前往古北口之前即留密码本给黄郛，双方一直保持直接联络。② 因而，并

不能说是土肥原等日本军人利用黄郛策反了冯玉祥，也不能说是寺西秀武等日本间谍帮助制定了

北京政变的计划。
北京政变发生的原因首先在于直系军阀内部存在固有矛盾，尤其是冯玉祥同吴佩孚之间的矛

盾。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升职为河南督军，但吴佩孚暗中将其调任为没有地盘的陆军检阅使

且不兑现每月给冯 20 万元军饷之承诺; 1923 年曹锟逼退黎元洪事件中，冯玉祥出力甚多却未受封

赏; 曹锟亲信李彦青担任军需处长，多次克扣冯部军饷，冯与曹锟亦生间隙。其次，张作霖、段祺瑞

处心积虑拉拢直系内部与吴佩孚不和的势力，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早就与张作霖暗通款曲，战前

约定奉军若不入山海关，冯军即发动北京政变。再次，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后，吴佩孚派胡景翼暗

中提防冯玉祥，冯察知后坚定了倒吴决心，值奉直两军拉锯于榆关、九门口一带而直军略显颓势时，

冯趁机发动北京政变。③ 可以说，以上因素皆与日本无涉，对北京政变之发生起关键作用的，是战

前已存在的张作霖与冯玉祥等人的秘密合作倒吴计划。
日本军人在北京政变前后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冯、张、段更加有效地传递信息。对于各

军阀而言，利用日本人进行联络，主要是因为这样能够保证情报传递的安全性。战争期间，山海关

两侧信息隔绝，由中国人传递信息有一定的风险，而日本军人在各个军阀内都有眼线，情报系统发

达，利用他们传递信息可保证万无一失。从日军的角度来看，帮助反直派居间联络，一方面有利于

奉军取得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能够保证对战争情报的全面掌握。但并不能以此为依据，证明日

本人在北京政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况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即便没有日本人的情报传递，各军

阀也有自己的联络渠道，如张作霖和段祺瑞之间多通过姚震进行信函往来，段祺瑞则通过袁良联络

黄郛、冯玉祥，只是这个渠道在效率和安全性方面不如日本人渠道。所以说，日本陆军在直接影响

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果的北京政变中，所起的并非关键性的作用。

四、结论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张作霖和吴佩孚都曾派人同日本进行接洽。张希望从日本获得武器

支援，吴希望日本同意直军利用“满铁”运输军队进攻奉天。但是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认为坚持

“不干涉主义”的对华方针于日本更为有利，因而拒绝了双方的援助请求。然而，日本陆军对此次

战争的态度不同于币原，由陆军在 1924 年 3 月 14 日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草案”可知，陆军高层此

时已经构建了明确的援张政策。不过这种援张政策无法获得日本政府的批准，在内外形势之下，陆

军只能采取较为隐蔽的援张手段。具体而言，援张行动包括向奉军提供数量相当于东三省兵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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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产量的武器、提供铁路运输支持、提供军事情报和军事顾问等，但对于北京政变，日本陆军并没

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日本对张作霖的态度问题是研究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陆军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日本陆

军从对抗苏联的角度出发，在 1923 年至 1926 年间采取一贯的援张政策，保证张作霖作为中国之一

大势力在东北的存在。① 这是因为日本在东三省利益的维护需要利用张作霖，张作霖在东三省地

位的巩固需要日本的支持。在这种关系中，日本陆军认为张作霖是能够被掌控的，扶植他统治东三

省将有利于日本对抗苏联。所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郭松龄事变中，日本陆军都无视外务省的

反对，采取了援张的态度和行动。但是 1926 年后，张作霖进入北京，拒绝履行同日方的口头或书面

协议，增强了与日本的对抗态度。张作霖的这类行为同此前日本陆军对张的“真诚援助”形成了明

显的对比，使得日本陆军认为张作霖是个忘恩负义的人。② 对张作霖的厌恶以及“北伐”开始后中

国变化的局面，使日本陆军产生了杀死张作霖，使“满洲”陷入混乱并在混乱中派出军队占领东三

省的战略构想。

( 责任编辑: 葛夫平)

《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
赵庆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128 元

近代史研究所与延安史学机构一脉相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机构，在海内外有

深广的影响力，某种意义上可以将近代史研究所视为“十七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该书着力挖掘相关档案、日记、口述史料，力图重返当时的时空语境，将近代史研究所置于社会政

治的宏阔视野之中，梳理这一史学机构的渊源脉络，综合考察史家的学术著述、人才集聚、科研组织、学
术活动、研究理念、资料建设，及其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创、与整个中国史学界的密切关联。该书不纠

结于简单的价值判断，而用相当部分笔墨钩稽学人的具体学术活动，力图将学人之“学”与其“行”紧密

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见之于行事，尽可能呈现史家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不无困扰的实际作为，展现“十七

年”间史学丰富与复杂的面相，并试图探讨这一形态生成演化的历史动因。在此基础上对“十七年”史

学加以省思，察其得失之所由。在研究方法上，该书超越单纯的史学文本研究，也不同于对史学编撰作

静态剖析的取径，而着力从多个层面加以动态的探讨，力图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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